
产业经济 2017.8
INDUSTRIAL ECONOMY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以工业源排放为主的区域性污染

物污染严重，北方地区甚至多次出现雾霾“爆表”情

况；国际社会中，《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的强制承

诺减排模式开始转变为巴黎时期“自下而上”的“预

期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INDC)机制。面对国内空

气污染的严峻形势以及国际温室气体自主减排趋

势，温室气体与空气污染的“协同控制”成为世界各

国，尤其是处于工业化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应对国内

污染防治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重要政策选

择。压缩式的工业化进程使得中国当前面临温室气

体排放与空气污染的双重叠加压力，国务院印发的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以及《“十

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已明确将“加强碳排放

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作为低碳转型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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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主要由矿物燃料

的燃烧造成，二者具有同根同源同步性。英、美在内

的发达国家环境问题与气候问题的治理时间是分开

的。对发达国家而言，工业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严重

大气污染也促使这些国家在污染源控制、空气污染

治理技术及法律法规制定等方面作出明显改善，因

此，这些国家在20世纪末已基本完成了对空气污染

的治理。温室气体减排在21世纪初开始成为全球关

注的问题，发达国家温室气体与污染物“协同治理”

的提出主要是更全面地评估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福

利效应。而对于工业化进程仍在推进的发展中国

家，CO2排放和空气污染同时并存的双重压力引致的

协同治理的目的是，解决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生存条

件恶化、生产原材料稀缺、极端气象事件频发及生态

平衡破坏等“后顾之忧”。因此，基于中国国情的协

同减排部署也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室

外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2016年12月末，在京津

冀地区、山东、河南等地发生的“跨年霾”，创下北京

雾霾橙色预警时长(逾200小时)的历史记录。近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等部门按照《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发布了全新的《绿

色发展指标体系》与《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

在这些考核指标中，对生态环境质量等相关指标所

赋权重远远高于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权重，这

意味着“GDP至上”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首次发生

根本性变化，环境因素的政策地位明显提高。在中

国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同时，空气污染问题也

成为稳定经济发展的明显“短板”，二者的协同治理

对于处在经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是一条重要的政策

出路。

协同减排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区域污染物减排

导致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二是温室气体减排导致

区域污染物减排的协同。本文研究关注温室气体减

排的协同效应，由于对空气污染的协同减排能够为

一国带来空气质量改善及健康收益增加等福利增

进，因此该协同方向的研究具备现实意义。随着温

室气体排放规制不断趋严，碳减排市场手段的影响

不断扩大，控排企业为控制全球变暖所增加的成本

需要激励机制来冲抵，而协同减排恰恰能激励企

业从事全球污染物的减排，该机制不仅能促使企

业完成碳减排目标，更能帮助企业实现对大气污

染物排放的限制，最终达成区域绿色发展与国家

低碳转型的共赢。另外，探索协同减排作用机制

以激发协同减排的正面效应，有助于解决“低碳不

环保”的难题，推进国家大气环境改善政策与措施

的协调发展。

在电力行业中，PM2.5、SO2及NOx的排放仍为主

要工业污染源，该行业也是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行

业。国家信息中心课题组发布的《碳价对中国能源

及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报告中预计，2030年若要实

现碳排放达峰，CO2排放量需在现有政策情景下减少

17亿吨，而主要减排潜力来自发电行业可再生能源、

核电及天然气发电等，合计约贡献减排量 8.4亿吨，

占全部减排量一半以上。对电力行业协同减排扩张

路径的研究有助于引导区域和企业加大碳减排力

度，扩大因本地空气质量改善而产生的附加增益，鼓

励主要控排行业更积极地承担碳减排责任。由此，

本文以电力行业主要污染物SO2为研究对象，量化电

力行业CO2的减排活动对 SO2的协同减排并探讨其

扩张路径，论证协同减排的区域异质性和可行性，并

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电力行业在减碳的同时减少了

多少 SO2排放？不同地区电力行业协同减排具有怎

样的效用差异？协同减排效应依赖哪些途径进行扩

张？以上问题的回答，可加速推进区域间及部门内

的环境问题协同治理进程，为各省份电力行业“超低

排放协同控制”提供理论支撑，对达到污染源一体化

综合治理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梳理

协同效应最初出现于2001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业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三次评估报告，其含义为缓

解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行动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

益。Nemet et al.(2010)认为，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与

行动所带来最重要的协同收益是人类健康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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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源于温室气体减排活动所产生的空气污染协同

减排。很多学者致力于协同减排所产生的健康收益

量化：Burtraw et al.(2003)运用CGE模型模拟发现，美

国电力部门在每立方吨碳排放收税 25美元的政策

下，对NOx的协同减排所产生的健康收益为每立方

吨8美元，Groosman et al.(2011)则运用APEEP模型估

算出在Warner-Lieberman法案背景下，2010-2030年
每年可避免 1030亿—12000亿美元的健康损失，这

些协同收益主要来自气候政策所产生的燃煤电厂

SO2的协同减排。随着研究角度的扩展和政策评估

模型的丰富，一些学者将协同减排纳入政策效果，探

讨多种环境政策组合的效率：Nam et al.(2014)运用

CGE模型，按政策组合的严格程度设置情景，对比中

美两国协同减排对政策组合的反应程度，认为美国

较中国具有更有效的协同减排，但两国的协同减排

效应均对政策严格程度反应不敏感；Bollen et al.
(2010)、Radu et al.(2016)和Henneman et al.(2016)基于

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协同减排程度，评估政策组合的

成本有效性或成本收益，由此探讨最佳碳减排目标

或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设定。

国内污染物协同控制的理念最初应用于水污染

治理的相关研究(李嘉和张建高，2001)。空气污染协

同减排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由于测算方法受限，所得

结论争议较大。顾阿伦等(2016)和毛显强等(2012)均
着眼于主要污染部门的技术和结构两类减排措施，

分别通过构建协同减排系数与协同减排当量模拟协

同减排，但所得结论截然不同：前者认为“十一五”期

间，通过技术措施虽然能够减少污染物排放，但硫、

氮、碳协同减排效果微弱；而后者认为电力行业技术

措施，尤其是新发电技术的替代，使硫、氮、碳的协同

减排潜力巨大。另有 Zhou et al.(2015)通过 LEAP模

型模拟乌鲁木齐市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节

能和减排政策(针对空气污染物和CO2)的协同减排效

应，并认为不同时期的协同减排效果有显著差别。

闫文琪等(2013)按电网分区，基于本地化的协同减排

系数测算了不同地区CDM项目的协同减排效应和

减排投资收益，结果显示不同地区CDM项目协同减

排效应差异较大，其中燃料替代与提高能效等类型

的项目协同收益较大。

已有的协同效应研究虽已表明温室气体减排与

区域空气质量有高度的关联性，但针对多种污染物

协同治理机制的研究缺乏对二者的协同效应的方向

和大小等基础性问题的回答。以CGE模型为主的一

般均衡模型虽能得到协同减排所产生的健康改进和

生态保护等附加收益，但并未回答政策冲击所引致

的协同减排幅度问题。归纳起来，现有研究存在以

下不足：①由于研究对象基本为单一环境政策或多

项减排措施和项目的组合，协同减排效应评估基于

政策目标预测或工程技术参数，因而量化结果仅为

预测值或理论值，忽视了协同减排活动的历史变化；

②研究方法局限于CGE模型和自下而上的综合政策

评估模型，这类模型内部设计复杂而难以跟踪其作

用机制；③众多文献往往将“空气污染与温室气体可

协同减排”作为既定条件，而忽略温室气体减排活动

可能增加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关键问题。本文认为，

在研究协同减排效果所产生的效应评估之前，需要

找出CO2与其他污染气体间的协同减排程度，才可以

隔离因协同效应产生的不同污染物的健康福利，进

而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更准确

的数量基础。基于此，本文主要贡献在于：①基于中

观电力行业CO2和SO2历史减排数据，运用计量方法

量化协同减排，可以避免CGE等模拟模型中针对不

确定性而提出过多假设的缺陷。基于历史真实数

据的“回溯性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经济、环境和社

会指标间的数量关系，增强研究可信度 (Jack and
Kinney，2010；Kanada et al.，2013)。②根据协同减排

区域异质性，识别不同地区是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碳

与硫的协同减排，抑或产生“协同增排”的反效果。

③基于电力行业视角，探讨了以往文献未涉及的协

同减排扩张路径，为促进电力行业协同减排提供政

策参考。

三、研究设计

本文在Kaya恒等式的基础模型设计上作适当变

换，加入协同减排效应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为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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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提供模型基础。Kaya(1989)提出了研究碳排放

影响因素的恒等式并得到广泛应用，最初形式如下：

CE=∑i
CEiEi

× EiE × EY × YP × P (1)
该等式中，i为能源种类，CE为碳排放量，E为一

次能源消耗总量，Y为国内生产总值，P为人口因

素。由等式右侧各分式可观察到，最初的恒等式中

仅研究碳排放与不同能源的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

源效率、人均产值及人口规模的量化关系。但随污

染物种类、可能影响因素以至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

很多学者不断更新研究视角，并对经典Kaya恒等式

的右侧进行了丰富。本文在Kaya恒等式的基础上加

入CO2对SO2的协同减排效应进行扩展：

SEk=∑j
SEjk
CEjk

× CEjk
Ejk

× Ejk
Ek

× EkYk
× YkPk

× Pk=∑j γjk×δjk×
θk×ρk×σk×Pk (2)

上述等式基于电力行业角度，其中 j代表不同的

能源种类，k代表不同地区，SE、CE、E、Y和P分别为

电力行业 SO2排放量、CO2排放量、能源消费实物量、

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γ代表 SEjk/CEjk，即单位

CO2排放所产生的 SO2排放量，这也是本文重点——

协同减排的量化关系；δ代表CEjk-Ejk，即各种能源的

CO2排放因子，该部分为常数；θ代表Ejk /Ek，即能源结

构，由于水力和风力等清洁能源极少排放CO2，因此

协同减排的两种气体以火力发电的排放为主。通过

各地区的火力发电能源消费结构数据可观察到，煤

品和油品的消耗占比常年维持在 85%～90%之间，

且波动很小，而天然气发电只有极少省份才有，因此

火力发电的能源结构效应可忽略；ρ代表Ek/Yk，即单

位产值的能源消耗，用于衡量能源效率；σ代表Yk/Pk，

即人均总产值，用于衡量经济发展状况。参考Ang
(2004)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方法，这里对等式(2)
进行全微分处理可得：

SE·k=∑j γ·jk×δjk×θk×ρk×σk×Pk+∑j γjk×δ·jk×θk×ρk×σk×
Pk+∑j γjk×δjk×θ·k×ρk×σk×Pk+∑j γjk×δjk×θk×ρ·k×σk×Pk+∑j γjk×
δjk×θk×ρk×σ·k×Pk+∑j γjk×δjk×θ×ρk×σk×P·k (3)

由于δ为常数，等式(3)右侧第二部分为0。参考

侯建朝和史丹(2014)对电力行业CO2排放的因素分

解原理，通过对等式(3)求时间间隔[t，t+T]内的定积

分，可得到：

ΔSEk= ∫tt + T∑j γ·jk×SE1dt+ ∫tt + T∑j θ·jk×SE2dt+ ∫tt + T∑j ρ·jk×
SE3dt+ ∫tt + T∑j σ·jk×SE4dt+ ∫tt + T∑j P·k×SE5dt (4)

等式(4)的含义是，将协同减排效应、能源结构效

应(本文忽略)、能源效率效应、经济发展效应和人口

效应变化引致的 SO2排放量变化加总，得到 SO2排放

量总变化。对其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加法分解法，可

得到：

ΔSEk=ΔSEγ，k+ΔSEθ，k+ΔSEρ，k+ΔSEσ，k+ΔSEP，k (5)
等式(5)将SO2排放因素进行了分解，等式右侧各

项分别对应等式(4)中的五种效应。通过对可能影响

SO2排放的因素进行扩展，可以对研究问题进行实证

模型构建。

四、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1.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因素分解过程，本文在实证模型中分

别加入代表电力行业协同减排效应、经济发展效应、

能源效率效应和人口效应的变量：CO2减排量、人均

地区总产值及其平方项、能源效率及其平方项和人

口密度。添加平方项的理论依据分别为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和能源回弹效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

污染物排放与人均收入的倒U型关系，能源回弹效

应则解释了经济产出与能源消费的U型关系。基准

回归模型如下：

SRkt=α+β1CRkt+β2PGDPkt+β3PGDP2kt+β4EEkt+β5EE2kt+
β6PDkt+φm∑mZmkt+ηt+vk+εkt (6)

模型(6)中k表示不同地区，t表示时间，m为控制

变量个数，SRkt和CRkt分别表示k地区在 t时期的SO2

减排量与CO2减排量，PGDPkt、EEkt和PDkt则分别指代

人均地区总产值、电力行业能源效率和人口密度，

Zmkt为其他控制变量，ηt和 vk分别表示时间和个体的

固定效应，εkt为随机误差项，α为常数项。

协同减排的扩张机制分析中，主要探讨电力行

业内部由于因素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协同减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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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路径，具体思路为：以CO2减排量为路径起点，其

他经济、社会及技术等因素作为施加影响的变量，明

确这些变量通过作用于CO2减排量而对 SO2减排产

生的影响程度(即对协同减排产生的影响)。本部分

基于模型(6)，通过添加电力行业的相关解释变量与

CO2减排量的交互项来说明CO2减排活动作用于SO2

减排的传导路径与扩张机制，具体设计如模型(7)：
SRkt=α+β1″CRkt+ξ1CRkt×EEkt+ξ2CRkt×RDEkt+ξ3CRkt×

FIkt+β2″PGDPkt+β3"PGDP2kt+β4"EEkt+β5"EE2kt+β6″tPDkt+
∑m″∑mZmkt+ηt+vk+εkt (7)

模型(7)中，电力行业相关变量为能源效率EE、
固定资产投资FI和研发经费支出RDE。

在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的处理上，仍使用

模型(6)，分别基于全样本和地区样本进行分析，并通

过GMM估计与半参数估计实现内生性与稳健性的

判断。

2.数据说明与变量选择

本文所用面板数据观测截面为除中国港、澳、台

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之外的30个省份的电力行业，时

间跨度为 1993-2014年。所用数据、数据来源及相

关描述性统计见表 1。由于本文使用原始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需要通过调整数据单位以尽量避免

估计结果出现极大值或极小值而难以解释。经表1
所示的量纲调整，各数据统计特征的差异在可接受

范围内。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CO2减排量，主流的核算

方法之一由 IPCC于2006年提出，即利用能源消耗与

相应的碳排放系数推算减排量；方法之二为采用当

年总产值与当年碳强度变化(较上一年)之积计算碳

减排量(Zhou et al.，2013)。由于本文旨在揭示CO2减

排引致的SO2协同减排数量与机制，因此需要以二者

的绝对减排量为基础。此外，“十三五”规划中将“强

度减排”与“总量减排”综合形成双控目标，总量控制

也将与强度控制一同占据重要地位。上文中提到，

水电和风电几乎不排放CO2，并且各地区火力发电的

能源投入仍以化石燃料为主，因此，本文CO2排放源

主要考虑火力发电。天然气发电虽然也产生CO2排

放，但使用天燃气发电的省份极少。综上，本文借鉴

IPCC的碳排放测算思路对各省份火力发电CO2排放

进行测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SO2减排量

CO2减排量

城镇人口比重

地区人口密度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电力行业R&D经费支出

二次产业产值占比

电力行业能源效率

平均气温

单位

万吨

万吨

%
人/km2

万元

亿元

亿元

%

万元/吨标准煤

摄氏度

代码

SR

CR

PUP
PD

PGDP
FI

RDE
PSI

EE

TEM

初始数据来源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年鉴》

各省份统计年鉴
中国自愿减排项目信息服务网(CCER
Pipeline)
各省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地区能源平
衡表》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均值

0.10
-396.32

44.65
401.69
5.07

316.88
1.09
45.75
0.89

14.43

标准差

8.01
825.11

16.13
544.42
5.86

369.75
1.60
7.78
2.25

5.06

最小值

-52.30
-5620.33

14.93
6.47
0.16
2.30
0.02
19.80
0.04

4.30

最大值

31.39
2849.74

89.60
3850.79
35.03

2861.73
10.21
65.30
34.34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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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各省份能源平衡表中火力发电的能源投入

归纳为煤品和油品两类，煤品主要选取原煤、洗精

煤、其他洗煤和焦炭，油品则由原油、燃料油、汽油和

柴油构成。

(2)计算各种能源的CO2排放系数，计算原则为：

能源CO2排放系数=平均低位发热量(TJ/吨)×单位热

值含碳量(吨碳/TJ)×碳氧化率×44/12①。

(3)计算煤品和油品的CO2排放系数，二者分别

由相应能源组合的CO2排放系数均值②得到。最终，

利用能源消耗与CO2排放系数之积计算CO2排放量，

进而得到其减排量。详细计算过程如下：

CEkt=∑2h=1(Ehkt×EFh)(h=1，2) (8)
CRkt=CEk，t-1-CEkt (9)
上式中，EFh代表CO2排放系数，下标h代表煤品

和油品两类能源，Ehkt为k地区在 t时期能源h的消耗

量。CE和CR分别代表CO2的排放量和减排量。方

程(9)可得k地区在 t时期的CO2减排量。

关于本文被解释变量——SO2减排量，由于分

地区电力行业 SO2排放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因而利

用赋权法对各省份历年电力行业 SO2减排量进行计

算。本文主要考虑权重的两种计算方法：一是利用

不同省份的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产值占比作为污

染排放的权重；二是利用不同年份中国电力行业

SO2排放在工业总 SO2排放中的占比。前者虽然同

时考虑了时间和地域的差异性，但各省份在考察期

内的 SO2减排量计算结果脱离实际；后者虽然可能

忽略地域差异，但 SO2减排计算结果更贴合实际。

基于此，本文选择后者作为权重计算标准。各省份

某一时期的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 SO2减排量计算

过程如下：

SEpower
kt = TSEpower

t TSEindus
t × SEindus

t (10)
SEpower

kt = SEpower
k,t - 1 - SEpower

kt (11)
其中，power和 indus分别代表电力行业和工业，

SE、SR、TSE分别代表各地区 SO2排放量、各地区 SO2

减排量、全国SO2排放量。

Grossman et al.(1994)较早提出并利用实证手段

证明了影响环境的三大直接因素——经济规模、经

济结构和技术效应。基于学者的研究经验和前述模

型生成过程，本文对影响SO2减排的解释变量(除CO2

减排量以外)作以下选取和分类：①社会因素。主要

选取城镇人口比重(PUP)和人口密度(PD)，前者由城

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计算，作为城镇化水平

的代表变量。如张鹏杨等(2016)所指出的，城镇化水

平高低可代表市场潜力的大小；人口密度由地区总

人口与陆地面积之比计算，两者均可通过影响电力

需求改变该行业 SO2减排量。②经济和技术因素。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用于刻画各省份的综合经

济发展状况。电力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FI)使用国

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理由在于中国电力行业

的所有制结构仍以国有为主且电网几乎完全国有，

并且，部分地区电力行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

标有缺失。电力行业研发经费投入(RDE)用于刻画

该行业的技术支持，该数据为各省份总研发经费投

入赋予权重而得，权重为历年国家电力行业研发经

费投入占总研发经费投入占比。为消除价格影响，

以上变量均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转换为1990年不

变价。二次产业产值占比(PSI)用于描绘工业产值贡

献度，工业用电长期以来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 70%
以上，二次产业比重大小会对 SO2减排量产生影响。

③能源因素。由电力行业能源效率(EE)代表，指每

吨标准煤的行业产值。④自然因素。主要考虑各地

区平均气温(TEM)，选取各省份主要城市的平均气温

为该省代表，这里考虑省份年均气温数据缺失严重

而选此处理方法。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协同减排的基准回归

为避免“伪回归”问题，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单

位根检验。所涵盖检验方法有：LLC检验、HT检验、

IPS 检验、Fisher-ADF 检验和 Hadri- LM 检验，除

Hadri-LM检验无法拒绝“所有面板单位均为平稳过

程”的原假设外，其余检验在做了加入趋势项并缓解

截面相关的处理后，均可拒绝面板单位根的存在性，

说明变量平稳性较好。在协整检验中，也均可显著

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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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及组间同期相

关进行检验，前两者对应的Wald检验结果显示存

在组间异方差与组内自相关；由 Friedman、Frees和
Pesaran提出的检验方法显示存在组间同期相关，可

行广义最小二乘(简称FGLS)法可解决上述问题。一

般 FGLS 方法仅解决了组内自相关问题，而全面

FGLS法可同时考虑组内自相关、组间异方差和组间

同期相关问题，更具估计有效性。相比之下，普通最

小二乘(简称OLS)法与固定效应(简称FE)模型的估计

稳健性更佳。本文将四种方法下的估计结果进行对

比，估计结果如表 2，整体系数估计值波动较大。方

法(1)和(2)与方法(3)和(4)的估计结果相比，前两种方

法由于稳健性较好，估计标准误低于后两种方法。

但由于FGLS法下估计有效性有所提升，后两种方法

下整体估计显著性有明显提高，另基于全面FGLS法
可以较好地解决自相关与异方差问题，这里选择方

法(4)进行结果分析。

针对本文核心研究内容——协同减排，方法(4)

的估计结果显示：电力行业CO2的减排活动会显著影

响SO2的减排量，每增加1万吨CO2减排会使SO2的减

排量增加 0.0013万吨，证实了电力行业中协同减排

的存在性。实际上，受到早期水污染物协同控制的

启发，大气污染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的理念迅速发

展，并经历了“二者独立考虑→环境政策的协同效应

评估→二者协同控制”的演化。近年来的环境政策

中将电力行业纳入重点控排行业之一，并在全国范

围内的燃煤电厂推行污染物“超低排放协同控制技

术”，在缩减化石能源利用、减少CO2排放的同时，达

到了硫、氮、烟尘等污染物的协同减排。电力行业超

低排放技术改造实施范围不断扩大，引发了协同减

排过程，加速了国家绿色能源发展与智慧能源建设

进程。

其他控制变量中，人均GDP与SO2减排量存在非

线性关系。依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的过

程促使SO2减排量增加，但经济发展稳定和减排技术

成熟后，SO2减排潜力变小，减排量随之下降。电力

CR
PGDP
PGDP2

EE
EE2

PD
FI
RDE
PSI
PUP
TEM
Constant
Observations
调整后的R2

组内R2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1)OLS
0.0013***(0.0003)
0.4213***(0.1402)
-0.0115***(0.0041)
-0.2714*(0.1456)
0.0090*(0.0049)
-0.0002(0.0003)

0.0022***(0.0005)
0.3374***(0.1128)
-0.0132(0.0160)
-0.0205(0.0195)
-0.0015(0.0328)
-0.0674(1.4568)

660
0.3602

√

(2)FE
0.0012***(0.0004)
0.9053***(0.2831)
-0.0225**(0.0086)
-0.0592(0.2254)
0.0055(0.0072)
-0.0002(0.0011)

0.0031***(0.0009)
0.4235**(0.1746)
-0.0434(0.0521)
0.0847(0.0590)

1.0440**(0.4379)
-23.0300***(7.8797)

660

0.6010
√
√

(3)一般FGLS
0.0015***(0.0008)
0.9337***(0.4540)
-0.0239**(0.0102)
-0.2809**(0.3437)
0.0128*(0.0091)
-0.0007(0.0030)

0.0034***(0.0016)
0.0944*(0.4879)

-0.0521**(0.0976)
0.1063*(0.0545)
0.6884(0.6339)

-20.8603***(7.8066)
660

√
√

(4)全面FGLS
0.0013***(0.0001)
0.7486***(0.0684)
-0.0193***(0.0016)
0.4514*(0.3139)
0.0218**(0.0112)
0.0006(0.0025)

0.0031***(0.0002)
0.0671***(0.0595)
-0.0462***(0.0073)
0.0994***(0.0116)
0.5957***(0.0413)

-12.9076***(2.0134)
660

√
√

注：方法(1)使用了以各省份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估计值结果在10%、5%、1%的置信度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文实证过程均控制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故下表中不再体现。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Stata13.1软件计算。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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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能源效率也有非线性影响，期初能效提高会使

SO2减排量降低，随后才恢复上升趋势，如胡秋阳

(2014)所证实：提高能效会产生行业增长、能源需求

扩张的“回弹效应”，因而电力行业SO2减排可能受该

效应影响而出现能效增加、SO2减排量减少的情况。

电力行业固定资产的增加及技术研发的推进可提升

生产过程清洁度，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经费投

入对 SO2减排均有促进作用。二次产业产值占比的

系数显著为负，因为工业化程度增加可引发电力需

求增长，从而降低 SO2减排量，该结果与史丹和冯永

晟(2015)的研究结果相近。

根据表 2协同减排的估计系数与CO2历史减排

量的乘积，可得到电力行业SO2的协同减排量。图1
刻画了 SO2协同减排量与历史减排量在样本考察期

内的年均值对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协同

减排量与历史减排量年均值进行对比可知，天津、黑

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湖北、贵州、山西等省份的电

力行业SO2会有高于历史值2～66倍的减排空间；北

京、上海、山东、四川等地在考虑协同减排情形后减

排潜力提升较低，大致在 0.2～1倍之间。由于产业

结构调整空间、技术创新能力及能源资源禀赋等方

面存在的区域异质性，不同地区的协同减排潜力会

呈现多样性特征。

另有部分省份的协同减排量和历史减排量均出

现负值，但这些地区双负值的含义不尽相同：在江

西、云南、青海，协同减排量的绝对值小于历史减排

量的绝对值，说明协同减排的存在性能够缓解SO2排

放，但河北、吉林、内蒙古、福建、河南、湖南、广东、海

南、重庆、甘肃、宁夏、新疆等省份在考虑协同减排的

情形后反而加剧了 SO2的排放。Kolstad et al.(2014)
和Ren et al.(2010)指出，当温室气体排放规制释放收

紧的信号后，生产部门会在短期内快速提高能源消

费，来为后期可能出现的能源紧缩性产能下降囤积

产量，或寻找替代能源(这种方法往往因成本较高而

被企业弃用)，进而产生由于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制定

缺乏科学性所引致的空气污染排放加剧这一问题。

此外，“协同增排”的异常情况也出现在了广东这类

发达省份，说明该地区污染物排放已成为稳定经济

发展的刚性需要并冲抵了减排活动产生的效用。由

于经济技术发展相对成熟后，SO2对CO2产生的的协

同减排弹性已十分敏感，故协同减排可能急剧加重

污染物排放。

图1 SO2协同减排量与历史减排量的年均值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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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同减排扩张机制分析

本部分将通过探讨电力行业研发经费投入、固

定资产投资、能源效率与CO2减排量的交互作用，梳

理 SO2协同减排的扩张机制，结果见表 3。对比模型

(1)与模型(2)，控制交互作用后CO2减排量系数有微

弱上升，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再显著，而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负，证明研发经费投入对 SO2减排起到直接影

响，但会削弱 CO2减排活动带来的 SO2协同减排效

应。中国电力行业研发经费去向除了发电机组与输

配电设施的升级更新，当前很多发电企业重点投资

于清洁能源发电技术的研发，很多清洁能源电站需

要配套火电站设施来维持运行，可能增加 SO2排放

(曾鸣等，2013)。因此，研发投入通过作用于CO2减

排可能会产生SO2“协同增排”的反效果，而国家广泛

推行的烟气深度净化与脱硫脱硝的超低排放等技术

研发则能更好抑制空气污染排放。

将模型(1)分别与模型(3)和(4)进行对比可以发

现，通过增加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提高能源效

率，CO2减排量的估计系数均有更大幅度的提升，意

味着协同减排效应发生明显“扩张”，说明固定资产

投资与能源效率改善是协同减排的主要扩张路径。

长期以来，电力行业电网建设投资在多项财政支出

中名列前茅，发电机组架设与改造、输电配电设施建

设与更新、新能源发电设施建造等方面的投资无疑

能够改善化石能源主导的结构，并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从而达到碳减排与空气质量保护的双重目标；目

前中国的电源结构仍然以燃煤发电为主导，从“关小

上大”政策、配电输电技术改造，到能源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能源利用率，那么输

出同样电力所耗能源降低，温室气体及污染排放将

协同减少。本研究结论支持了中国关于电力设备投

资和技术改造等相关政策。模型(5)中反映协同减排

效应的 CO2减排量系数较模型(1)也发生了成倍增

加，说明多种扩张路径共同作用时也会放大协同减

排效应，但研发投入的交互效应仍对协同减排效应

产生弱化作用。

依据表3结果，可对交互作用后协同减排效应的

扩张程度进行量化。表4为量化结果，主效应即表3

调节变量

主效应

偏效应

总效应

RDE
0.0015
-0.0001
0.0014

FI
0.0035
0.0009
0.0044

EE
0.0020
0.0009
0.0029

RDE+FI+EE
0.0042
0.0015
0.0057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表4 CO2减排量与其他变量的交互效应分析

表3 扩张机制的回归结果

CR
RDE
FI
EE
CR×RDE
CR×FI
CR×EE
样本观测值

控制变量

全面FGLS
(1)

0.0013***(0.0001)
0.0671***(0.0595)
0.0031***(0.0002)
0.4514*(0.3139)

660
控制

(2)
0.0015***(0.0001)
0.0217(0.0437)

0.0031***(0.0002)
0.6801*(0.3786)

-0.0001***(0.0000)

660
控制

(3)
0.0035***(0.0001)
0.2733***(0.0548)
0.0012***(0.0003)
1.2009**(0.4753)

2.9×10-6***(0.0000)

660
控制

(4)
0.0020***(0.0001)
0.1743(0.0491)

0.0031***(0.0003)
1.1065(0.1064)

0.0010***(0.0000)
660
控制

(5)
0.0042***(0.0002)
0.2415(0.0437)

0.0016***(0.0003)
0.7727(0.0705)

-4.1×10-5***(0.0000)
2.9×10-6***(0.0000)
0.0007***(0.0001)

660
控制

注：*、**、***分别代表估计值结果在10%、5%、1%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Stata13.1软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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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CO2减排量CR的系数；偏效应为调节变量均值与

交互项系数的乘积；总效应为主效应与偏效应之

和。主效应为调节变量取零值时的协同减排效应，

并无实际意义，需要与调节变量产生的偏效应相结

合才更为准确。表4中最后一行则为最终的协同减

排效应，能够看到，研发经费投入的偏效应为负值，

说明研发投入的增加会使协同减排效应降低，结合

表 3模型(1)中的研发经费投入RDE的显著性，意味

着研发投入若直接用于 SO2减排的相关活动则效果

更好；通过观察交互作用对协同减排产生的扩张效

应大小，能源效率改进的作用仅次于固定资产投资

增加，将两者总效应与表3中模型(1)的CO2减排量的

估计系数比较，则分别扩大了1.2倍和1.4倍，说明电

力行业能源效率改进、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通过影响

CO2减排活动能够深入强化SO2协同减排。

3.内生性问题

内生性问题主要有三种来源：遗漏变量、测量偏

误和互为因果关系。虽然面板数据能够缓解遗漏变

量问题，但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终究有限，仍有可能遗

漏变量；本文关于CO2与SO2减排量的数据测算与真

实值会有一定差距，可能导致测量误差；正如Kolstad
et al.(2014)所持观点，温室气体减排与大气污染防治

相辅相成，因此CO2与SO2的减排可能互相影响。内

生性的存在会导致模型估计出现严重的偏差与不稳

健性，综上所述，本文选择工具变量法(简称 IV法)对
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结果见表5。

首先，确定内生解释变量的存在性。如前文所

述，基准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使用异方差稳健

的DWH内生性检验，如表 5尾部左侧报告，两种检

验结果均可在 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所有解释变

量均外生”的原假设，故存在内生解释变量。其次，

确定内生变量。对比表中模型(1)和(2)，控制CO2减

排量后，很多变量的系数数值大小发生显著变化，大

部分估计系数的标准误有所下降，则CO2减排量可能

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故选取CO2减排量为内生解释

变量。

注：OLS估计使用了以各省份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估计值结果在10%、5%、1%的置信度水平上
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内生性检验估计之下括号内为P值。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Stata13.1软件计算。

表5 OLS估计与Ⅳ估计结果

CR
PGDP
PGDP2

EE
EE2

PD
FI
RDE
PSI
PUP
TEM
Constant
观测值

内生性检验

Wu-Hausman F
Durbin chi2

(1)OLS估计

0.3129**(0.1332)
-0.0077**(0.0036)
0.0515(0.2148)
-0.0030(0.0069)
-0.0001(0.0003)

0.0019***(0.0005)
0.2479***(0.0753)
-0.0296(0.0182)
-0.0178(0.0216)
0.0017(0.0397)
0.2388(1.6916)

660

3.6565(0.0418)
3.6436(0.0423)

(2)OLS估计

0.0013***(0.0003)
0.4213***(0.1402)
-0.0115***(0.0041)
-0.2714*(0.1456)
0.0090*(0.0049)
-0.0002(0.0003)

0.0022***(0.0005)
0.3374***(0.1128)
-0.0132(0.0160)
-0.0205(0.0195)
-0.0015(0.0328)
-0.0674(1.4568)

660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Kleibergen-Paap Wald F

(3)GMM估计

0.0024*(0.0015)
0.6647***(0.2146)
-0.0190***(0.0062)
-0.5762(0.4403)
0.0203(0.0151)
-0.0005(0.0006)
0.0022**(0.0009)
0.4449*(0.2349)
-0.0154(0.0375)
-0.0285(0.0313)
0.0090(0.0606)
-0.1466(2.4217)

630

30.48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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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过程中，工具变量的选择

十分重要。本文工具变量选取过程依据以下基本逻

辑：CO2减排量的一阶滞后项能且只能通过影响当期

CO2减排量去影响当期的SO2减排量。CO2减排手段

可简单归为三类——命令与管制手段、经济手段和

自愿减排手段(王毅刚等，2011)。其中命令管制手段

运用最为普遍，经济手段主要体现为碳排放权交易

等。无论运用哪种减排手段，最终目的在于达到甚

至超过预期减排目标。那么在减排目标既定的情况

下，企业会根据历史减排情况来选取未来所使用的

减排手段：往年减排量较少时会运用减排力度较强

的手段(如能源替代、投资减排设备等)来增加未来减

排量；而往年减排情况较乐观时，未来则会多考虑更

具成本有效性的减排措施(如碳交易中出售配额以

获得收益)。基于以上推论，本文认为CO2的前期减

排活动会影响当期CO2减排量，进而由于当期减排活

动的协同效应而影响当期SO2的减排量。

综上，本文选取CO2减排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

具变量。此外，在两阶段最小二乘(简写为 2SLS)法
下，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也显示CO2减排量的一阶滞

后也对当期CO2减排量有较好的解释力(估计系数为

0.2314，P值为0.001)，由于模型(3)在该方法下的估计

结果与GMM方法下的结果完全相同，表 5中不再报

告。根据表5尾部右侧报告的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Cragg-Donald检验并未通过，由于此检验需满足扰动

项符合球形扰动的前提假设，进而参考Kleibergen-
Paap检验。该检验可视为Cragg-Donald检验统计量

在扰动项属于非球形扰动情形下的扩展，检验结果

可拒绝弱工具变量问题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与

内生变量有较好的相关性。本文工具变量个数与内

生变量个数相同，故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由于

GMM估计方法的稳健性相对OLS方法较弱，变量的

估计标准误有明显提高，核心变量CR的系数显著提

高，但显著性减弱。

4.稳健性检验

现实中可能因为某些变量关系设定偏误而导致

稳健性缺乏。参数估计方法必须事先假设总体概率

分布形式已知，相比之下半参数估计则能同时缓解

非参数估计的“维度诅咒”和参数估计的设定偏误两

大难题。因此，本部分将拓宽变量间的关系设定，假

设电力行业能源结构与行业内 SO2减排量的函数关

系未知，基于半参数估计方法，讨论东部、中部和西

部③三类区域样本下的模型稳定性。

分区域半参数估计结果见表 6，CO2的协同减排

效应在区域样本中同样存在，并且西部地区单位CO2

对SO2的协同减排效应为0.0030的最大值，其余地区

样本与全样本的协同减排效应则较接近。不同于其

他较发达地区，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地理位置与

注：半参数估计中指定能源效率EE为非参部分，故该方法下EE及其平方项无系数；本表中所有方法均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估计值结果在10%、5%、1%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Stata13.1软件计算。

CE
PGDP
PGDP2

EE
EE2

FI
RDE
样本观测值

控制变量

半参数估计

(1)东部

0.0010**(0.0004)
0.4396(0.2913)

-0.0121*(0.0072)

0.0001(0.0022)
0.5572*(0.2647)

263
控制

(2)中部

0.0008**(0.0003)
2.4503***(0.5786)
-0.0790***(0.0168)

0.0022(0.0016)
5.6683**(2.3408)

198
控制

(3)西部

0.0030**(0.0011)
1.6493*(0.7543)
-0.0606*(0.0432)

0.0029*(0.0014)
1.6633(0.9652)

198
控制

(4)全样本

0.0012***(0.0004)
0.9502***(0.2116)
-0.0171***(0.0057)

0.0030***(0.0007)
0.2249(0.1122)

659
控制

FE
(5)全样本

0.0012***(0.0004)
0.9053***(0.2831)
-0.0225***(0.0086)
-0.0592(0.2254)
0.0055(0.0072)

0.0031***(0.0009)
0.4235**(0.1746)

660
控制

表6 分区域半参数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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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的差异而处在城市化初级阶段，这也为西

部经济的清洁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贯穿东中西部

的“一带一路”战略使得西部地区不仅承接了东部产

业转移，更接触到很多先进的绿色生产模式与节能

减排技术，使得西部地区CO2减排活动尚未出现由协

同减排效应向“协同增排”效应的转变，因而协同减

排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人均GDP仅在东部地区不显著，且该地区人均

GDP平方项系数绝对值最小，由于观测期内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相对成熟，污染排放与经济发展实现了

一定程度的“脱钩”，因而宏观经济的发展并未对SO2

减排量产生明显影响；电力行业研发投入仅在西部

地区不显著，可能由于电力行业研发投入与行业内

人才供给、基建设施等发生断层，致使研发投入的使

用效率低下，对污染物减排作用很小。将全样本下

的半参数估计模型(4)与固定效应模型(5)进行对比，

核心变量CO2减排量估计系数一致并十分显著，除行

业研发投入外，其余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性相同且

估计值相差较小，总体结果相似，能够进一步支持模

型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关于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联合治理的协同

减排研究可以为中国今后环境政策目标与力度的

“精细化管理”提供量化基础。本研究基于历史数据

通过计量方法量化了电力行业CO2减排活动所产生

的SO2的协同减排，并根据区域差异探讨了电力行业

协同减排的多样性。通过交互效应分析，明确了协

同减排在行业内的扩张机制，为出现协同减排正效

用的地区提供了有效的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双控的

路径参考。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电力行业的CO2

各种减排活动能引起稳定的SO2协同减排，说明碳减

排政策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的大气污染协

同减排效果；由于不同地区在经济成熟度、政策规制

强度、减排手段和技术支撑等因素上存在差异，导致

部分地区在协同控制路径上存在空气污染物的“协

同增排”困境，说明协同减排路径并不具有普适性；

通过探讨CO2减排量与行业内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

发现巩固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与提高能效水平能

够使协同减排效应得到放大。

面对低碳转型趋势与绿色发展共同推进的格

局，中国各地区需要维持差异化的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策略。综合分析各地区电力行业协同减排情

况、协同减排扩张机制和分区域估计结果，地处东部

的各省份电力行业的CO2协同减排效应明显，但增加

该地区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似乎并不能起到对 SO2的

直接控排作用，东部地区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在改善

环境、促进经济方面积攒了优渥的技术、人力及资本

优势，基建投资得到充分利用且基本饱和，该地区电

力行业则可通过针对性投资于CO2减排项目的建设，

通过协同减排的扩张机制进一步深化大气污染治

理，该地区的研发投入也能够同时作用于污染物减

排与协同效应。中部各省份同时存在协同减排与协

同增排的情形，部分省份电力行业仍需舍弃协同减

排途径转而提升研发活动投入，这也是与东部省份

的重要区别。西部各省份的协同减排情形与中部省

份类似，与之不同的是，西部研发投入对 SO2减排影

响并不显著，因此部分省份仍需增进对SO2减排措施

的固定投资，其余省份也可通过对CO2减排措施的固

定投资同时发挥协同减排的效用。综上分析，能够

看到地域差异性在协同减排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

色，实际上，异质性在不同行业间同样存在，这也是

未来协同减排研究领域可扩展的方向之一。

基于研究结论与分析，可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地方政府应在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制定实

施的同时注重区域差异性。如图1所示，天津、黑龙

江、江苏等省份的电力行业 SO2协同减排潜力很大，

江苏、云南、青海等省份通过协同减排能够缓解电力

行业 SO2排放，那么，这部分地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可参考协同减排潜力合理调整政策规制强度与目

标，避免政策收紧而阻碍经济稳定发展，同时防止

政策宽松而消磨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北京、上

海、山东、四川等地在协同减排情形加入后减排潜

力提升较低，应当在政策目标适当调整的同时注意

加强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放的独立控制。而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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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内蒙古和福建等协同减排效应阻碍污染物减

排的地区，则应致力于更先进空气污染防治技术的

开发与投资，不断推广国家超低排放技术，防止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空气污染日益

严重的情况。

(2)巩固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通过面板实证过程验证，这两种手段能够极

大程度地扩张协同减排效应。因此，除国有资本外，

电力行业也可通过吸纳社会资本来提高资金运用的

灵活性，辅以投资管理的长效机制，以期为超高临界

发电技术、超临界CO2循环发电技术等先进技改项目

提供稳固的资金支持与基础建设支撑，同时仍需维

持煤炭高效利用和超低排放等技术的先进性，最终

加强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控制与电网区域

统筹协调联动发展，为“混合能源时代”低碳、清洁、

高效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3)强化电力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低碳技术

和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研发“两手抓”。本文全样本

实证过程中，研发投入对SO2减排量的影响是统计显

著的。需要注意的是，在扩张机制分析中，研发经费

投入阻碍了碳对硫的协同减排。这意味着，低碳技

术与空气污染减排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需要单独考

虑，同时进行。创新是电力行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引

擎，国家重点支持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及分布式能源

等前沿技术的开发已取得一定阶段性成效，同时，针

对火力发电的机组节能改造与超低排放技术的推广

也应同步推进。通过低碳与低污染排放技术的协同

创新，达到与协同减排相同的效果。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

文责自负。

注释：

①计算原则中，各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数据来自《综合

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

率数据来自《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发改办气候[2011]

1041号)。
②依据CO2排放系数的计算原则，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

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三类指标在本文考虑的能源种类中取

值较为接近，为便于数据处理，本文取该系数均值作为煤品和

油品的CO2排放系数。

③东部地区所含省份：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所含省份：山

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

地区所含省份：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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